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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海外对于媒介记忆的关注由来已久, 相关的学术发表也一定程度上为国内研究提供了指引。
借助 Citespace 可视化工具对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 1993—2021 年间关于媒介记忆研究的 1386 篇有效文献

进行文献计量分析发现, 国外分外重视媒介记忆领域的学术研究, 研究整体呈现向好态势, 年度发文量呈

螺旋式增长, 尤以近 3 年的发文量为代表。 从空间分布上看, 海外媒介记忆的研究仍然以美国、 欧洲为

“重镇”, 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在该领域的国际发表仍然稍显落后; 从学术共同体建设上看, 媒介记忆

研究的机构与作者合作网络均较分散, 学术共同体有待建构。 目前, 海外关于媒介记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媒介记忆的功能研究、 媒介对记忆的塑造策略研究以及媒介技术的作用研究这三个维度。 未来媒介记忆的

功能研究依然会是该领域研究的主要方向, 且随着媒介的更迭, 研究视角也将持续拓宽。 此外, 数字记忆

或将成为记忆研究的又一方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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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是人类生存发展不可或缺的生理功能, 人们凭借记忆留存经验。 但正如德拉埃斯马所述, “人

类记忆与人类发明的记录方法密不可分” ,[1] 记忆通常需要通过物质化的记录才能摆脱被遗忘的宿命,
实现延续和传承的使命。 媒介作为一种物质实体, 提供了激活与唤醒尘封状态记忆的可能。 从同质性

来看, 记忆问题是一个隶属时间范畴的问题, 而媒介亦是一个具有时间性的概念工具, 在口述记忆时

代, 记忆仅依托身体媒介加以短暂保存, 凌乱与琐碎是该阶段难以摆脱的弊病; 文字记载诞生后, 印

刷媒介发挥了文字记忆作用, 过去的经验可以被反复理解, 随时调阅, 记忆开始走向严谨和系统化;
随着电子媒介的出现, 多样化的媒体形式丰富了记忆的感官体验与传播渠道, 记忆开始被传播与强

化;[2] 进入信息技术时代后, 互联网的更迭热潮催生了数字记忆的新模式, 记忆变为 “永生” , 触角延

展至地球村的每个角落。 不同的媒介以呈现与重现的统一机制对抗时间的消逝, 媒介形态的每一次演

进都带来了人类记忆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延伸, 并促化了人类记忆的发展。 由此, 从媒介视角开展记忆

研究的媒介记忆理论成为开辟记忆研究新蓝图的重要方向。
  

媒介记忆 ( media
 

memory) 是在莫里斯·哈布瓦赫 ( Maurice
 

Halbwachs) 提出的集体记忆 ( collec-
tive

 

memory) 的基础上, 耦合媒介研究的相关机理而衍生出的全新记忆研究视角, 其强调媒介对于记忆

的存储、 保温与再现等中介功能的同时, 关注如何利用媒介来勾勒人物群像、 建构社会现实。 媒介记

忆概念的诞生得益于 “追溯历史、 回顾过去” 成为仪式性的动作, 也得益于媒介在社会生活中的深度

嵌入, 媒介通过对日常信息的采集、 理解、 编码、 存储、 提取和传播, 形成以媒介为主导的人类一切

记忆的平台和核心, 并以此影响人类的个体记忆、 集体记忆和社会记忆,[3] “媒介即讯息, 媒介即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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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 , 媒介成为一切记忆的外包形式, 从而为记忆的研究明确了主线, 系统化的记忆研究格局也由此开

始形成。[3](84)

　 　 目前, 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就国内不同阶段的媒介记忆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 周海燕在 2014 年的梳

理中尚在遗憾 “国内该领域研究成果尚不多见” , 并指出, 民族认同的传播与共享记忆、 大众文化与集

体记忆、 全球化传播语境中的集体记忆以及新媒体与集体记忆是国内学者在该领域研究的热点。[4] 此

后, 李红涛、 黄顺铭将媒介记忆的边界予以框定, 认为新闻生产是最重要的记忆实践, 并引出了与媒

介记忆相关的几组批判性议题。[5] 周颖的综述性文章 《对抗遗忘: 媒介记忆研究的现状、 困境与未来

趋势》 对媒介记忆研究进行理论溯源, 总结了我国媒介记忆研究的现实之困, 着重分析了中国学界在

媒介记忆研究视角与方法上的可突破方向, 并指出 “全球化背景下媒介记忆的全球流动” “媒介记忆与

遗忘的辩证关系” “创伤记忆” “数字技术带来的记忆革命、 引发的数字危机” 将成为中国未来媒介记

忆研究的主要面向。[6] 陈雍基于 CNKI 数据库对国内近十年的媒介记忆文献进行的计量分析, 发现十年

来国内媒介记忆研究如火如荼开展, 研究数量呈现增长态势, 并归纳出 “集体记忆、 文化传播、 建构、

汶川地震、 非遗文化、 网络热点事件” 是国内研究的主要方向, “互联网历史、 灾难记忆、 叙事” 是研

究的前沿主题。[7]
  

综合来看, 我国的媒介记忆相关研究立足本土文化建构, 逐步朝纵深发展, 以一种全球化的视野关

照媒介记忆研究聚焦特定主题, 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 但是, 也存在研究范式单一且固定, 研究目标

分众而零散等一系列问题。 要突破目前学界研究的创新瓶颈, 需要 “充分认识到媒介记忆在差异化历

史时期承担的责任, 深入了解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媒介记忆生态与记忆需求” [6](165) , 对发展我国的媒介

记忆学术体系极具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基于此, 本文以美国核心期刊数据库 Web
 

of
 

Science 作为文献

检索库, 拟利用 Citespace 软件对与媒介记忆相关的 1386 篇国外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 以系统化、 国际

化的视角清晰呈现国外媒介记忆理论的演进脉络、 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 从而为我国媒介记忆的研究

范式拓展、 实践进路探索提供可借鉴的思路。

一、
 

研究方法
  

(一) 研究问题
  

本文试图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①国外媒介记忆研究现状如何? ②该领域的研究聚焦哪些核心热点?

③研究的发展趋势是怎样的?

(二) 文献计量法
  

文献计量法以文献的外部特征为基础, 采用统计学原理对文献所属科学领域的总体特征进行描述

性分析。 知识图谱属于文献计量学的研究范畴, 以知识域为对象, 通过对知识的数据挖掘、 处理与计

量, 最终实现对知识发展进程和结构关系的图形表达。[8] 基于知识图谱的文献计量分析一定程度上能

克服研究者存在的主观性和由此导致的思想片面性, 使研究结果能够基于公允的数据和可视的图表客

观呈现。 因此本文采用知识图谱的方式对文献数据进行计量分析。

(三) 研究工具
  

本文采用 Citespace5. 8. R3 版本对国外媒介记忆研究的国家、 机构、 作者合作网络和文献共被引情

况以及关键词情况进行图谱分析, 辅之以 Excel 表格对发文量和影响力期刊数据进行整理。 Citespace 是

美国德雷赛尔大学陈超美团队研发的一款基于 JAVA 语言的信息可视化工具, 共引分析和寻径网络算法

是其运作的最大亮点。 使用者利用该软件可以对文献进行科学计量, 生成能够展现知识单元之间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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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和互动情况的知识图谱。[9]

(四)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将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核心合集中社会科学索引 ( SSCI) 作为文献数据来源, 利用数据库基

本检索功能, 以 “ Media
 

Memory” (媒介记忆) 为主题, 文献类型为 “ Article” (论文) 和 “ Review
 

Ar-

ticle” (综述论文) , 不限定时间范围, 经过样本清洗和筛选, 最终保留 1386 篇有效文献, 其中论文

1360 篇, 综述论文 26 篇, 文献最后检索时间为 2022 年 3 月 7 日。

二、
 

研究整体形势
  

本部分将从媒介记忆研究的时空维度、 高影响力期刊、 作者合作网络以及文献共被引等角度切入

对国外媒介记忆学术研究的基本情况进行分析, 使该领域的整体形势能够一目了然。

(一) 年度发文量
  

某研究领域发文量的起伏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领域研究热度的变化。 由图 1 可知, 媒介记忆的研究

从未止步, 发文量总体呈现波动增长态势。 根据文献的年度发表趋势可以将媒介记忆的研究大致划分

为发轫期 (1993—2004 年) 、 发展期 (2005—2014 年) 、 繁荣期 (2015—2021 年) 三个阶段。
  

1993—2004 年该领域研究缓慢起步, 属于研究的发轫期, 这 12 年的发文总量占比为 8. 5%, 年均

发文量约 9. 8 篇, 可见媒介记忆萌芽之初发展缓慢, 只在学界泛起了微微涟漪; 2005—2014 年研究开

始增速, 步入发展期, 这 10 年的发文总量占比为 31. 3%, 年均发文量约 43. 4 篇, 比上一阶段翻了近 5

番, 表明媒介记忆研究逐渐受到学界关注; 2015—2021 年 7 年的发文总量占比达 60. 2%, 超半数的研

究成果在这一阶段产出, 年均发文量约 119. 1 篇, 预示该领域研究进入繁荣期, 从图中可以发现研究在

2020 年迎来发文量峰值 168 篇, 尽管之后有下降的趋势但可以明确的是媒介记忆已成为备受重视的学

术研究领域, 故而未来的研究趋势势必会呈螺旋式上升。
  

在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中, 最早涉及媒介记忆的研究可以追溯到 1993 年, 代表性成果是肯尼斯·

莫里斯 ( Kenneth
 

Morris) 和巴里·施瓦茨 ( Barry
 

Schwartz) 的 《他们为什么喜欢艾克: 传统、 危机和

英雄般的领导力》 , 文章以报纸、 杂志、 民意调查报告等一系列记忆承载物上关于艾森豪威尔的评价信

息作为研究样本, 这些非代表性的媒介样本在某种意义上建构了文化对象的价值, 因此研究者试图借

此了解公众对这一政治英雄人物形象认知的历史变迁。[10]

图 1　 媒介记忆年度发文量情况 (1993—2021)

31



未 来 传 播 第 30 卷

(二) 文献期刊分布情况
  

通过梳理文献来源的期刊分布, 可以发现该领域研究最富影响力的学术期刊, 从而为研究者提供

高价值的参考文献。 经统计, 媒介记忆的研究分布在 431 种期刊上, 涉及传播学、 社会学、 历史学等多

个领域, 现选取相关文献刊载量排名前十的期刊, 制成表 1。
  

期刊 Memory
 

Studies 发文量总计 95 篇, 以绝对优势占据榜首, 该期刊聚焦记忆研究, 研究主题的针

对性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该期刊媒介记忆文献含量高的原因。 安妮特·库恩 ( Annette
 

Kuhn) 于 2010 年

发表的 《记忆文本与记忆作品: 记忆在视觉媒介中的表现》 凭借高被引频次成为该期刊的标志性成果,

此文将记忆在电影中的呈现方式称为记忆文本, 将承载记忆的照片和相册称为记忆作品, 指出记忆借

助物质文化和纪念实践走向制度化。 文章通过观察来自英国、 苏格兰、 加拿大和中国的记忆文本和记

忆作品, 重点探讨了 “不同类型的视觉媒介是如何动态重现过去的” 这一问题。[11] 期刊影响因子代表

期刊的学术影响力, New
 

Media
 

Ssciety 期刊影响因子高达 8. 061, 发表媒介记忆相关文献 25 篇, 如表 1

所示, 发文量排名前 10 的期刊中绝大多数期刊的影响因子超过 3, 可见媒介记忆研究已受到传播学界

权威期刊的青睐。

表 1　 文献来源期刊分布 (1993—2021)

排名 期　 　 刊 篇数 影响因子

1 Memory
 

Studies 95 1. 589

2 Media
 

Culture
 

&
 

society 35 3. 272

3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3 4. 856

4 Media
 

Psychology 32 3. 824

5 Journal
 

of
 

Advertising 30 5. 522

6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0 7. 270

7 Journal
 

of
 

Advertising
 

Research 28 3. 154

8 New
 

Media
 

Society 25 8. 061

9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vertising 24 4. 620

10 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 18 2

　 　 (三) 国家和机构共现分析
  

媒介记忆发文国家 (地区) 和机构的分布彰显该领域研究的地域特色。 从空间分布上看, 媒介记

忆研究的学术版图呈现以美国为首、 亚欧国家持续发力的特色, 国家间存在相互合作, 美国在一定程

度上引领了全球媒介记忆的研究, 其余各国在媒介记忆研究数量与质量上均有待加强。 就研究机构而

言, 美国的研究机构依然占据主导地位, 机构间有联系但不紧密。
  

根据不同国家 / 地区发文量整理的表 2 显示, 媒介记忆研究数量排名前十二的国家 (或地区) 依次

为美国、 英国、 澳大利亚、 德国、 荷兰、 中国、 以色列、 加拿大、 西班牙、 瑞典、 苏格兰、 南非。 其

中, 美国共发文 499 篇断层式领先, 在该领域具有绝对影响力, 中国发文量尽管位居第六, 但只有 52

篇, 可见国内媒介记忆研究仍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不难发现, 美洲、 欧洲等发达国家是媒介记忆研

究的主力军, 研究的空间失衡现象突出。 此外, 研究者为了解国家间的合作关系, 将 Citespace 的

“ Node
 

Types” (节点类型) 设为 “ Country” (国家) 进行图谱绘制, 得到图 2 的国家合作共现图谱。 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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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谱中共有 109 个节点, 121 条连线, 密度为 0. 0206, 表明媒介记忆研究并非国家间的零和博弈, 相

反, 国与国的合作时有发生。 从反映节点重要程度的中介中心性指标来看, 美国 0. 37 的中心性意味着

其在媒介记忆学术研究领域掌握一定的话语权, 德国次之, 中心性为 0. 12。 其余各国的中心性皆不

足 0. 1。
  

将 Citespace 的节点类型设为 “ institution” (机构) , 运行软件得到图 3 的机构合作共现图谱。 该图

谱密度为 0. 0021, 可见媒介记忆领域的各研究机构合作关系网络已经形成, 但仍处于松散状态, 机构

间的学术交流有待加强。 其中, 英国的伦敦大学深耕媒介记忆研究, 发表 45 篇相关论文。 除此之外,

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 (42 篇) 、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 (30 篇) 、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 ( 29 篇) 、 美国威斯

康星大学 (28 篇) 、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 (26 篇) 都是极富代表性的媒介记忆研究机构, 核心机构的

地域分布与文献的国家分布不谋而合, 美国研究优势资源集聚效应明显, 研究领袖地位已然确立。

表 2　 媒介记忆研究文献国家 / 地区分布 (1993—2021)

国家 / 地区 发文量 占比 国家 / 地区 发文量 占比

USA

(美国)
499 36. 003%

ISRAEL

(以色列)
48 3. 463%

ENGLAND

(英国)
167 12. 049%

CANADA

(加拿大)
42 3. 030%

AUSTRALIA

(澳大利亚)
98 7. 071%

SPAIN

(西班牙)
36 2. 597%

GERMANY

(德国)
90 6. 494%

SWEDEN

(瑞典)
32 2. 309%

NETHERLANDS

(荷兰)
75 5. 411%

SCOTLAND

(苏格兰)
26 1. 876%

PEOPLES
 

R
 

CHINA

(中华人民共和国)
52 3. 752%

SOUTH
 

AFRICA

(南非)
26 1. 876%

图 2　 媒介记忆研究国家合作图谱 (1993—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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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媒介记忆研究机构合作图谱 (1993—2021)

(四) 作者及其合作网络

富有影响力的作者群往往在某一领域起风向标的作用, 通过对媒介记忆研究作者情况进行分析,

有助于我们把握该领域的最新科研动向。
  

将 Citespace 的节点类型设为 “ Author” (作者) , 运行软件后生

成具有 635 个节点、 208 条连线、 密度为 0. 001 的作者合作图谱 (见图 4) 。 在该图谱中, 节点代表作

者, 连线代表合作关系, 密度代表合作的紧密程度。 媒介记忆领域作者队伍的松散情况显而易见, 该

领域学术研究多由作者独立完成, 仅有少数作者间形成了简单的合作关系。 作者在某一领域学术成果

的多寡反映其对该领域的贡献程度, 在媒介记忆领域成果产出量最多的 5 位作者分别是荷兰阿姆斯特丹

大学的伊蒂丝·史密特 ( Edith
 

G. Smit) 和哈迪·福沃德 ( Hilde
 

A.
 

M. Voorveld) 、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

的埃夫兰 ( W. P. Eveland) 、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克莱尔·塞金 ( Claire
 

M.
 

Segijn) 、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

的诺姆·蒂罗什 ( Noam
 

Tirosh) 。 值得注意的是, 发文量前五的作者中有三位作者伊蒂丝·史密特、 哈

迪·福沃德、 克莱尔·塞金合作发表了 4 篇文章, 其中克莱尔·塞金在 2016—2017 年间任职于阿姆斯

特丹大学, 而后进入美国明尼苏达大学, 这可以解释为何这三人之间会形成合作网络。
  

美国学者卡罗琳·凯奇 ( Carolyn
 

Kitch) 作为媒介记忆概念的提出者, 在该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

位。 其在 2002 年发表的 《 “美国家庭的死亡” : 媒体悼念小约翰·F·肯尼迪过程中隐含的神话、 记忆

和国家价值观》 一文中表示新闻媒介是社会表达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理想之地。 此外, 文中还提到杂

志因其具有的物理持久性成为媒介记忆的试金石。 文章重点关注 “ 1999 年小约翰·肯尼迪之死” 这一

媒介事件, 从叙事和修辞的角度对 5 家美国杂志在小肯尼迪去世后两周内共计 468 个社论版上的所有相

关文章和照片加以分析, 进一步探究杂志在抒发情绪、 创造神话、 唤醒记忆、 定义和保存文化过程中

所扮演的角色。[12] 2008 年, 卡罗琳·凯奇在 Memory
 

Studies 期刊上发表文章 《将新闻业置于记忆之中

———以及记忆研究》 , 作者在文中梳理了媒介和记忆的关系, 将媒介界定为记忆建构的场所, 认为媒介

所生产的新闻是记忆的初稿, 不仅以一种跨越时空的方式整合了离散的记忆, 而且愈发成为众人评价

制度和文化的论坛。[13]
  

就中国学者而言, 香港城市大学李金铨教授 ( Lee
 

Chin-Chuan) 和浙江大学李红涛教授 ( Li
 

Hong-

tao) 属该领域国际发表的领军人物, 二者间已形成了一定的合作网络。 两人的研究根植于西方媒体生

存的场域, 试图将媒介记忆与国家利益统筹起来考虑, 重点探讨西方媒介对于关键性历史记忆、 集体

记忆和社会记忆的建构策略。 李金铨和李红涛认为周年新闻是一种极具研究价值的新闻模式, 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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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客观事实与主观评价, 以纪念性的叙事方式打通过去、 现在和未来, 创造了一个具有社会敏感性

的合法记忆场所。 两人将媒介事件视为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 因而从符号学视角出发, 考察了美

国主流媒体中有关重大媒介事件的周年报道话语。 他们指出该话语不仅是影响公民认知效果的重要因

素, 更是传播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 不过, 两人在国际期刊上仅合作发表 3 篇有关媒介记忆的文

章, 不难发现, 或囿于自身对西方情境的解释力有限, 亦或囿于语言转译的困难, 华语世界的研究者

在媒介记忆领域的科研生产力尚显不足, 由此导致中国学者在该领域国际影响力的相对羸弱。

图 4　 媒介记忆作者合作图谱 (1993—2021)

(五) 文献共被引分析
  

文献共被引是指两篇 (或多篇) 文献同时被其他文献所引用的情况, 通过对本文中研究样本的参

考文献进行共被引网络分析, 可以获悉该领域研究的知识基础。 将 Citespace 的节点类型设为 “ Refer-

ence” (参考文献) , 运行软件得到共被引文献分析图谱 (见图 5) , 同时整理出被引频次排名前 5 的高

被引文献 (见表 3) 。 结合图表可以发现图谱密度仅为 0. 0046, 由此可以推断与媒介记忆研究有关的知

识点还不够集中, 高价值的文献还有待创作。
  

以色列学者莫蒂·奈哲 ( Motti
 

Neiger) 、 奥伦·迈耶斯 ( Oren
 

Meyers) 、 伊亚尔·赞德伯格 ( Eyal
 

Zandberg) 共同编撰的 《论媒介记忆》 一书被引量最高, 达 23 次。 此书以莫里斯·哈布瓦赫的 《论集

体记忆》 为基石, 创新性地考虑到媒介与集体记忆之间的互动关系, 从而自然地将 “媒介” 和 “媒介

化” 引入记忆的研究逻辑中。 全书呈现了超 20 位学者在媒介记忆领域的学术成果, 分别从 “媒介记忆

的认识论” “媒介记忆的伦理性” “媒介记忆与大众文化” “媒介记忆与新闻业” “媒介记忆的未来” 等

五个维度全方位展示媒介记忆理论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从而为学界进一步研究媒介记忆提供了更为多

元的视角。[14] 何塞·范·迪克 ( Jose
 

van
 

Dijck) 在 《数字时代的媒介化记忆》 (被引频次为 17) 一书

中将媒介化记忆视为一个在时空中均保持运动状态的过程, 并强调媒介化记忆的跨学科性质。 全书通

过以下七个主题重点探讨了媒介技术在塑造记忆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以及其如何深刻影响记忆与经验、

私人与公共、 自我与他人的关系: ①视为概念工具的媒介化记忆; ②数字时代的记忆问题; ③书写自

我的媒介; ④媒介记忆的留存与保温; ⑤静态图像的记忆建构方式; ⑥动态图像的记忆建构路径;

⑦记忆媒介的演进。[15] 瑞典学者安妮·考恩 ( Anne
 

Kaun) 和弗雷德里克·斯蒂尔恩斯泰特 ( Fredrik
 

Stiernstedt) 的 《脸书时代: 媒介记忆的技术和制度负担》 (被引频次为 14) 一文基于实证研究的设计,

以脸书 ( Facebook) 上一个专注媒介记忆研究的页面———DT64 为分析对象, 从平台基础设施和用户参

71



未 来 传 播 第 30 卷

与两个角度考察了在线社交媒体上的记忆实践行为。 他们发现由数字技术主导的社交媒体平台给予了

普通大众 “讲述过去、 创造认同” 的机会, 也进一步见证了记忆主体的去中心化进程。[16] 安妮特·库

恩在 《记忆文本和记忆作品: 记忆在视觉媒体中的表现以及与视觉媒体的关系》 中将记忆理解为 “一

个过程、 一项活动、 一种建构方式” , 并以视觉媒体为例, 突出强调在媒介的支持下记忆有望实现制度

化。[17]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安德鲁·霍斯金斯 ( Andrew
 

Hoskins) 教授是记忆研究的代表性学者, 其研究

围绕记忆、 媒介与社会三者间的动态关系展开, 尤其关注迅速发展的数字化媒介与记忆之间的碰撞。

安德鲁·霍斯金斯的 《数字网络记忆》 主要关注记忆在数字媒介生态中的存在状态, 其研究视角实现

了从传统媒介到数字媒介的突破, 指出随着数字媒介技术的进步, 记忆的时间性、 空间性和流动性得

到重塑。 文章从媒介基础设施的变革出发, 发现数字数据成为数字时代记忆的主要存储形式, 记忆由

此具有了前所未有的非物质性和可访问性。[18] 上述文献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媒介记忆研究的知识基础,

参考价值不言而喻。

图 5　 媒介记忆共被引文献分析图谱

表 3　 媒介记忆文献共被引频次排名 Top5

排名 年份 文　 　 献 作者
被引

频次

1 2011
On

 

Media
 

Memory

《论媒介记忆》

Motti
 

Neiger

Oren
 

Meyers

Eyal
 

Zandberg

23

2 2007
Mediated

 

Memories
 

in
 

the
 

Digital
 

Age

《数字时代的媒介化记忆》
Jose

 

van
 

Dijck 17

3 2014
Facebook

 

Time:
 

Technological
 

nd
 

Institutional
 

Affordances
 

for
 

Media
 

Memories

《脸书时代: 媒介记忆的技术和制度负担》

Anne
 

Kaun

Fredrik
 

Stiernstedt
14

4 2010
Memory

 

Texts
 

and
 

Memory
 

Work:
 

Performances
 

of
 

Memory
 

in
 

and
 

with
 

Visual
 

Media

《记忆文本和记忆作品: 记忆在视觉媒体中的表现以及与视觉媒体的关系》
Annette

 

Kuhn 12

5 2009
Digital

 

Network
 

Memory

《数字网络记忆》
Andrew

 

Hoskins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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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热点及趋势
  

(一) 研究热点
  

关键词是对文章核心要义的高度概括, 以寥寥几字彰显文章主旨。 通过关键词共现分析有助于洞

察该领域最先进、 最时兴、 最具发展潜力的研究主题, 而关键词的聚类则有助于精准锚定该领域的研

究热点。
  

首先, 将 Citespace 的节点类型设为 “ Keywords” (关键词) , 运行软件后生成节点 663 个、 连线

2310 条、 密度 0. 0105 的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见图 6) 。 在该图谱中, 节点代表关键词, 节点的大小

与关键词出现的频次正相关, 节点间的连线代表关键词间的共现关系。 为更清晰地把握关键词的频次

和中心性值, 研究者整理出高频关键词和高中心性关键词表格 (见表 4) 。
  

如图 6 和表 4 所示, 知识图谱中最大的两个节点分别为 “记忆” 和 “媒介” , 从关键词出现频次上

看, “记忆” 出现的频次远超 “媒介” , 这从侧面反映了媒介记忆研究更偏向于以媒介之 “石” 攻记忆

之 “玉” 的记忆研究范畴。 除此之外, “集体记忆” “信息” “社交媒体” “政治” “电视” 等关键词也

频繁出现, 这些高频关键词一定程度上代表了 1993—2021 年媒介记忆研究领域的学者普遍关注的议题。
  

其次, 中心性象征着关键词勾连其他关键词的水平, 中心性越高, 意味着该关键词在整个知识体系

中的领袖地位越明显。 根据这一指标, 发现 “记忆” 以 0. 56 的中心性居于关键词中心性排行榜榜首,

此外, “媒介” “信息” “传播” “注意力” “新闻” 等高频关键词亦属于高中心性关键词。
  

综合关键词频数和中心性双重标准, 可以初步确定 1993—2021 年媒介记忆的研究话题主要集中在

“媒介” “记忆” “集体记忆” “信息” “政治” 等方面。

图 6　 媒介记忆关键词共现图谱 (1993—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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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媒介记忆高频关键词及高中心性关键词一览表

排名
高频关键词 高中心性关键词

关键词 频次 关键词 中心性

1
Memory

(记忆)
313

Memory

(记忆)
0. 56

2
Media

(媒介)
158

Media

(媒介)
0. 23

3
Collective

 

Memory

(集体记忆)
136

Information

(信息)
0. 13

4
Information

(信息)
74

Communication

(传播)
0. 12

5
Social

 

Media

(社交媒体)
60

Attention

(注意力)
0. 10

6
Politics

(政治)
59

News

(新闻)
0. 09

7
Television

(电视)
57

Model

(模型)
0. 09

8
Attention

(注意力)
55

Politics

(政治)
0. 08

9
Impact

(影响力)
53

Television

(电视)
0. 08

10
Communication

(传播)
50

Recall

(使想起)
0. 07

11
Model

(模型)
52

Attitude

(态度)
0. 07

12
Attitude

(态度)
38

Collective
 

Memory

(集体记忆)
0. 06

13
History

(历史)
37

Impact

(影响力)
0. 06

14
Recall

(使想起)
37

Behavior

(行为)
0. 06

15
News

(新闻)
36

Exposure

(报道)
0. 06

　 　 为使媒介记忆的研究热点进一步聚焦, 研究者利用 Citespace 的聚类功能对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

共生成 12 个聚类, 得到图 7 所示的关键词聚类图谱, 其中 Modularity
 

Q = 0. 5483>0. 3, Mean
 

Silhouette =

0. 6427>0. 5, 说明该图谱聚类效果好且可信度高。 通过归纳整理, 可以得到以下 3 个媒介记忆领域的

研究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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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媒介记忆的功能研究。 这类研究的重点在于考察媒介记忆的运用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唤醒个体记

忆、 碑刻文化记忆。 代表性关键词有 “ Recall ( 回忆) ” “ Emotion ( 情绪) ” “ Behavior ( 行为) ”

“ Culture
 

Memory (文化记忆) ” 等。 本杰明·雅格布森 ( Benjamin
 

N. Jacobsen) 等学者在 《量化怀旧:

社交媒体、 作用和记忆》 中指出社交媒体的内涵从一个互动场所向一个回忆空间延伸, 过去的记忆能

够在社交媒体上转化为可定义的指标从而满足受众怀旧的心理, 文章结合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 探讨

了媒介记忆形成与实践过程中的关键性指标的作用方式以及对个体记忆的强化作用。[19] 凯·基恩·列

( Kai
 

Khiun
 

Liew) 等学者的 《工业铁路到数字记忆线路: 回忆新加坡最后一条铁路》 旨在探究人们如

何利用 Web2. 0 技术对铁路记忆进行归档和共享, 研究发现在数字技术加持下的媒介记忆不仅重构了人

们对该铁路的记忆, 而且将记忆建构的主体由媒介推及拥有媒介的所有人。[20]
  

②从特定历史事件出发考察媒介对集体记忆与社会记忆的建构。 这类研究主要以具体历史事件的

新闻文本为研究对象, 探讨媒介纪念的叙事方式, 代表性关键词有 “ Collective
 

Memory (集体记忆) ”

“ Politics (政治) ” “ War ( 战争) ” “ History ( 历史) ” 等。 阿曼达·拉格克维斯特 ( Amanda
 

La-

gerkvist) 在 《911 瑞典: 在电子记忆场所举行纪念活动》 中提出了 “电子纪念地” 的概念, 文章以美

国 2001 年 9 月 11 日发生的恐怖袭击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为例, 对瑞典电视台创伤记忆呈现策略进行分

析, 指出在记忆和遗忘两者的关系始终处于紧张状态的情况下, 电视台试图通过策划多样的媒体纪念

活动以保持其作为社会原始记忆库的地位。[21] 马修·艾伦 ( Matthew
 

J
 

Allen) 等学者发表的 《 铭记

2005 年伦敦爆炸案: 媒介、 记忆、 纪念》 一文则重点研究了媒介对 2005 年伦敦爆炸案采用的纪念方

式, 该文认为探索当代的纪念活动事实上就是探索一个包含多种媒介形态的复杂记忆景观。 同时文章

也指出当记忆穿过媒介时不可避免地会涉及编辑。 因此, 媒介叙述记忆的过程也是一个二次选择的过

程。[22] 米科拉·马霍迪赫 ( Mykola
 

Makhortykh) 等人则使用 LDA 对俄罗斯博客平台 LiveJournal 上关于

苏联战胜纳粹 70 周年相关的纪念话语进行主题建模, 发现媒介在建构战争记忆的过程中逐渐沦为政治

工具。[23]
  

③在媒介技术火速升级的时代, 思考媒介记忆的现状与未来。 这类研究聚焦与时俱进的技术给媒

介记忆实践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代表性关键词有 “ Social
 

Media (社交媒体) ” “ Digital
 

Memory (数字记

忆) ” “ Information (信息) ” 等。 英国学者安德鲁·霍斯金斯表示数字媒介将记忆从空间存档中解放

出来, 数字技术的即时性、 丰富性使得公众获许信息与知识的范围骤然缩小, 尤其在 COVID-19 大流行

的背景下, 数字记忆将成为一种新的记忆热潮。[24] 南希·范·豪斯 ( Nancy
 

Van
 

House) 等学者在 《记

忆技术: 关键问题与批判性观点》 一文中表示个人和集体的记忆方式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记忆技术和社

会技术实践的发展, 而就目前来看, 这些技术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尽管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 记

忆可以实现复制与分发, 一种乌托邦式的、 以技术为中心的信念也正在形成, 但值得警惕的是由于人

类记忆的反复无常, 数字记忆并不能保证完全可靠。[25] 伊亚尔·赞德伯格等学者则在 《记忆与数字媒

体: 全球记忆研究领域的六大动态》 中指出数字媒介的发展使得记忆能够在短时间内实现全球范围流

动, 从而创造性地提出全球记忆的概念, 并总结了全球记忆发展的六大动态, 即跨媒介性、 速度、 广

阔性、 形态、 价态和黏度。[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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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媒介记忆关键词聚类图谱 (1993—2021)

(二) 研究趋势
  

对媒介记忆研究领域前沿热点加以追踪, 可以帮助我们洞悉该领域的研究走向。 Citespace 的突现性

检测 ( Bursts
 

Detection) 功能能够根据关键词突发性的频次变化提取突变术语, 突变术语的动态性使其

展现某一段时间的研究重点, 进而辅助预测研究趋势。 将文本数据导入 Citespace, 以关键词 ( Key-

words) 作为突现检测主体, 生成图 8 所示的关键词突现图谱, 其中 “ Strength” 象征关键词突现强度,

“ Begin” 和 “ End” 分别代表关键词突现的 “起” “止” 时间, 该可视化视图从历时性的角度清晰呈现

了媒介记忆领域研究兴趣的变化, 从图中我们可以轻松辨识出 1993-2021 年媒介记忆研究的前沿动态

及其演进脉络。
  

1993 年, “ Recall (回忆) ” 这一关键词以 8. 4 的突现强度突发性骤增, “ Capacity (能力) ” 在

2000 年以 7. 42 的突现强度出现, 这表明 1993 年起的很长一段时间, 学界扎根于媒介记忆的功能探索,

尤其关注如何利用媒介来对抗遗忘、 唤醒记忆。 2001—2004 年, 基于 “ Television
 

(电视) ” 这一媒介

的记忆研究成果屡有出现, 2012 年起一些研究进一步聚焦, 开始立足 “ Television
 

News (电视新闻) ”

这一媒介记忆形态。 譬如, 2012 年卡琳·里德尔 ( Karyn
 

Riddle) 发表 《年轻人对童年时看到的恐怖故

事的自传体记忆》 一文, 正式拉开了围绕电视新闻开展媒介记忆研究的序幕, 该文关注青少年在儿童

时期接触的恐怖电视新闻对其记忆产生的长期影响。[27] 而后, 玛丽亚·吉利亚基杜 ( Maria
 

Kyriakidou)

在 2014 年发表 《观众久远记忆中的痛苦遭遇: 记忆的道德等级》 , 该文注重记忆的实践研究, 文中以

47 位希腊电视新闻的观众为例, 采用焦点小组访谈的方式充分了解观众如何对电视媒体话语进行挪用、

解释和再传播。[28] 2013—2018 年围绕 “ Limited
 

Capacity
 

Model (有限能力模型) ” 的媒介记忆功能研

究卷土而来。 “ Social
 

Media (社交媒体) ” 突现强度为 10. 47, 说明自 2018 年起该对象成为媒介记忆研

究者的重要关切。 近几年西方有关社交媒体的研究不只局限于西方主流社交媒体, 有关中国本土社交

媒体的研究也层出不穷, 研究对象的多元化由此展现得淋漓尽致。 例如, 哥本哈根大学学者刘军 ( Liu,
 

Jun) 参与式观察了微博平台上有关社会记忆的叙事方式, 从典型历史事件和著名历史人物的网络辩论

话语着手, 发现微博在某种意义上给予了个人叙述过去、 评价历史的机会, 个人经验与历史知识得以

交织, 一个众包的、 持续的、 积累的、 可激活的社会记忆过程正在酝酿。[29] 2019 年开始, “ Digital
 

Memory
 

(数字记忆) ” 成为新一轮的突现词, 这体现出在数字技术大放异彩的时代学者研究兴趣的微

妙变化。 西尔瓦娜·曼多莱西 ( Silvana
 

Mandolessi) 在 《挑战数字记忆中的无地点想象: 法医建筑作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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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点表演》 一文中提出媒介记忆正在转向数字记忆, 而缺乏记忆场所是数字记忆实践最显著的特点。

正是由于传统档案静态、 选择性和局限于特定场所的概念逐渐被动态、 非选择性和多媒体的在线档案

所取代, 所以导致记忆这一过程变得流动、 无处不在, 并且始终处于发展状态。[30]
  

综上可知, 媒介记忆的功能性探索是个亘古不变的话题, 常谈常新, 在未来势必会掀起新一轮的研

究热潮。 此外, 媒介的变革深刻影响着该领域学术研究的面向, 在当下乃至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社交媒体都会是媒介记忆研究的主阵地, 且随着数字革命的持续演进, 学者将继续拓宽记忆研究的纵

深, 着力探索数字技术为媒介记忆所提供的新的可能性。

图 8　 媒介记忆研究关键词突现图谱

四、
 

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 Web
 

of
 

science 上检索到的媒介记忆文献为研究样本, 利用 Citespace 软件对国外媒介记忆研

究的整体形势、 研究热点及趋势进行知识图谱的绘制与解读。 研究发现:
  

第一, 自媒介记忆的概念提出以来就备受学界关注, 相关研究成果逐渐增多。 就时间维度来看, 国

际上有关媒介记忆的年发文数量呈螺旋式上升的趋势, 高影响力期刊成为研究成果的主要归宿。 就空

间维度来看, 美国是媒介记忆研究的学术重镇, 欧洲各国紧跟其后, 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国际

发表相对欠缺, 还需潜心钻研, 提高学术生产力。 国家的学术成就得益于本国机构的持续发力, 因而

不难看出美国研究机构在本领域具有绝对影响力。 就合作网络来看, 媒介记忆研究的国家合作网络以

美国为核心, 机构合作网络和作者合作网络均已形成但都处于分散状态, 学术共同体有待构建。 就文

献共被引情况来看, 莫蒂·奈哲、 奥伦·迈耶斯、 伊亚尔·赞德伯格的 《论媒介记忆》 , 何塞·范·迪

克的 《数字时代的媒介化记忆》 , 安妮·考恩和弗雷德里克·斯蒂尔恩斯泰特的 《脸书时代: 媒介记忆

的技术和制度负担》 等文献构成了媒介记忆研究的知识基础。 但上述文献的影响力依然相对羸弱, 媒

介记忆之后的研究应本着 “媒介即记忆” 的原则向深向实发展, 创作一批有深度、 有厚度的学术精品。

第二, 通过关键词的共现分析, 得知 1993—2021 年媒介记忆的研究大致集中在 “媒介” “记忆”

“集体记忆” “信息” “政治” 等方面, 而后通过关键词聚类将媒介记忆的研究热点进一步细分后, 可

以概括出以下几个热点主题: ①研究媒介记忆的功能; ②考察媒介对历史记忆与社会记忆的塑造策略;

③探索与时俱进的媒介技术为记忆带来的新的可能性。

第三, 通过关键词的突变检测对媒介记忆的研究趋势进行追踪, 发现媒介记忆的功能研究永不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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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此外, 突发性关键词从 “电视新闻” 到 “社交媒体” 的变化, 反映出媒介的更迭拓宽了媒介记忆的

研究领域, 而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 可以预见数字记忆将在记忆研究领域长久地占有一席之地。
  

国外媒介记忆研究范式正在持续积累与变革, 研究者遵循普遍接受的研究路径对媒介记忆理论及

具体应用进行创新性解读, 并创作了不少成果, 国内学界应积极借鉴西方学界有关媒介记忆研究的实

践成果, 并在此基础上创新突破。
  

第一, 以点带面, 聚焦核心问题, 构造体系化媒介记忆研究新生态。 海外媒介记忆研究集中于纪念

地点和事件的集体和国家纪念文化研究,[21][22][23] 致力于寻找诸如 “伦敦爆炸案” “新加坡最后一条铁

路” 此类于国家和社会而言具有重大意义的研究对象。 虽然国内大量围绕媒介记忆个案的研究志趣各

不相同, 已从不同维度对理论进行关照, 但是难掩媒介记忆尚未形成整体性与系统性的宏大理论体系

这一缺陷。 研究关照的核心问题也存在较大差异, 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媒介记忆研究取得理论创新带来

瓶颈。 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方式就是借鉴海外研究趋势, 将媒介记忆研究与解决社会重大现实问题结

合起来。 也就是当我们聚焦于媒介的记忆功能时, 应指向于解决国家民族记忆的现实问题。 当我们欣

喜地发现一个跨学科领域的学术共同体正在形成的时候, 围绕着核心问题与最终诉求的新理论与新范

式也必将逐步凝聚。
  

第二, 以数字记忆为突破口追赶海外记忆研究高地。 互联网与信息技术发展推动海外记忆研究的

重点发生了变化, 逐步转向动态生态, 以移动性和交叉性为特点, 研究采用和吸收遥远记忆的媒体中

介形式。[30] 快速的技术变革建立了一个新的数字生态, 使得记忆与遗忘的冲突不仅存在于媒介世界,

更存在于媒介影响下的个体与社会间, 这对个人和集体的记忆和遗忘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譬如重

点关注技术运作下可能发生的记忆泄露、 记忆失真、 记忆过剩、 记忆的系统性遗忘等问题。 此外, “旅

行记忆” [31] 这一隐喻信息全球流动的记忆类型可以从建立社会纵深感的角度为学者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但是, 国内媒介记忆研究无疑还在做着从边缘向核心的尝试, 关于数字技术视野下的记忆研究边界相

对模糊, 缺乏概念化、 体系化的理论引导, 应当积极吸取海外媒介记忆研究的新趋势与新面向, 在拓

展疆界的同时形成更聚焦的研究目标与学术领域。
  

第三, 多元化媒介记忆研究的方法创新。 量化研究在海外媒介记忆研究中较为普遍, 相对于国内主

流使用的质化研究方法, 主题建模、 问卷调查、 内容分析、 设计实验等基于客观数据的研究方法在某

种程度上降低了研究陷入主观性陷阱的可能, 这为我国媒介记忆研究提供了一些方法借鉴。 当然, 较

多的量化研究也意味着更多聚焦于一种 “小而美” 的知识生产, 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对于宏大问题与

理论的关注, 以及向上突破提供理论与现实贡献的可能性。 事实上, 研究方法终究还是工具, 无论质

化或量化方法都具备各自的优势与限制。 国内媒介记忆研究应当博采众长, 一方面需要量化方法聚焦

特定主题, 解决微观层面的媒介记忆功能与社会和个体之间的互动关系; 另一方面要继续坚持思辨视

角, 以定性研究审视宏大视野的现实关照, 推动创新理论的形成。 二者相辅相成, 共同构建起中国媒

介记忆研究的新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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